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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的政治哲学

朱 承

摘 要 在冯契哲学体系中，政治哲学思想虽然不占据核心地位，却是其智慧说在社

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重要体现。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冯契主张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政

治社会发展推动哲学变革，哲学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古

今之争、中西之争构成了时代发展的核心话题，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及近代政治哲学的价值选

择路径。在政治观念上，冯契推崇近代以来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对建基于民主、

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与大同团

结并行不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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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先生是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最重要的专业哲学家之一，所创智慧说自成一家，以“逻辑发展”命
名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和以“革命进程”命名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两部哲学史著作，也开创了近代以

来哲学史书写的新范式，对我们从观念逻辑演变的意义上理解古代中国哲学，从观念与社会运动互相激

荡推动革命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哲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一般认为，冯契的哲学贡献主要在于认识

论、辩证逻辑、伦理学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实际上，细读冯契创作的思想文本，会发现他也提出了

一系列具有政治哲学意味的思想，可以视之为智慧说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某种体现。冯契重视哲学

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从政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哲学思想演变，高度重视哲学思想对社会政治变革的

基础性作用；并以古今中西为思考现实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背景，在古今中西的视阈下来审视中国哲学思

想和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他倡导近代以来的进步主义立场，反对传统的经学独断论政治传统，极力捍

卫和阐扬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观念，创造性地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政治伦理观念，对

建基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社会进步方向充满信心。从文本载体上看，冯契的政

治哲学思想既表现在智慧说的思想性论述中，也表现在他对哲学史上思想的评述中。本文将以他的智慧

说三书和中国古代及近代哲学史相关著作为核心，讨论冯契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哲学发展与政治变革双向互动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政治哲学具有实践和导向的功能 [1]（P10）。思考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反思
哲学如何参与现实政治，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表现。冯契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社会革命和政治

运动的时代，他对政治生活与哲学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认识，既有深刻感受，又有切肤之痛。所谓“深刻

感受”，是指他领会到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来源于时代的变迁，他曾说，“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

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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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2]（P5）。所谓“切肤之痛”，是指他以自己和同时代人的经历为思考对象，看
到政治权力和政治运动对思想观念改造以及思想家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力，同时把这种影响力转化为

哲学创造的动力。从哲学思想与“以政治为标示”的时代之间关系来看，冯契本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

就是 20 世纪中国的命运在思想层面的一定反映，汪信砚教授曾指出，“他的哲学思想就是对他所生活的
时代——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发展腾飞——的真实反映”[3]（P5）。冯契理解的时代问题多是政治发
展变革大背景下关乎国家、民族、人民的宏大理论问题，他自己本人的哲学创作就比较好地印证了哲学

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名职业哲学家，冯契并没有主张哲学创作者沉溺于纯粹观念的演绎，“躲进小楼成一统”，而

是强调哲学家要关心现实政治，从时代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中获得哲学创造的动力和热情。在书写中国

哲学史时，冯契声称，关心时代和国家命运的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具有“高尚的人格”，他说：“孔墨栖栖遑

遑，热心救世，为后人作出了榜样。黄宗羲……顾炎武……他们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爱国心，对中国（‘天

下’）的前途抱有始终不渝的责任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把维护民族的传统看作是毕生的使命。他们

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正是这种民族自豪感以及把个人命运和民族、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思想感

情，给中国古代哲学以巨大的原动力，推动它持久地发展。”[4]（P372）在冯契看来，正是怀着“救世”“淑
世”“经世济民”等理想和情怀，古代哲学家才不断在思想上推陈出新，冀望其思想创造能够对生民、国家

有所裨益，而不是满足于做一个思想和心性上的“自了汉”。同样，到了近代，由于国家民族发生巨大变

化，思想家们就更为关注所处时代的政治问题，哲学家们关注的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同步的，冯

契举例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就是因为十分关心民主自由、关心政治上的自由解放等问题，而特别热衷于

探讨哲学上的自由问题”[5]（P1）。因为社会政治上出现了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故而使得哲学家们也格
外从哲学角度关注民主、自由问题。冯契自己就特别关注哲学上的自由问题，晚年从哲学层面对自由问

题做了创造性的论说，实际上也是受着 20 世纪中国政治的影响。
为什么哲学家必须要关心政治？冯契认为，哲学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要担当人类的责任

就要关心人类命运，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哲学家个体心性的满足，而是为了社会改造、人的改造，也就是

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人格、建设更加美好合理的社会。“哲学革命归结到社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亦即归

结到人的自由问题。”[6]（P634）冯契认为，从使命的角度来看，哲学天然地包含了政治的思考。通过对
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深刻考察，冯契认为，哲学能推动政治运动和社会变化，哲学主要是为一些

政治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先导。比如他在讨论先秦哲学时说，“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哲学斗

争是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反过来，哲学革命又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7]（P327）；又如他认为，甲午
战争后，哲学家、思想家们的思想工作就表现为“替变法维新运动寻找哲学的根据”[6]（P92），“要救国，
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2]（P5）。理论依据、哲学根据从根本上阐明社会变革的原理、趋向，
比如哲学上关于进化论的讨论，就是为社会进步主义、为社会鼎革变化提供依据，既然自然界是进步演

化的，人类社会也就应该不断进步演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因而任何保守、故步自封的社会思想和社会

制度都应该予以抛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冯契才认为哲学理论对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哲学家应该

要关心政治，为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提供深刻的理论依据，与社会活动家们一起担当和完成人类进步的

使命。

哲学家要关注政治，还因为政治思想也推动了哲学的变革。冯契提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矛

盾，反映到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斗争”[7]（P3）。冯契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指出古代哲学思
想的出现和发展很多是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各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斗争制约当时的哲学变

革，“从春秋战国和近代两个革命时代来看，政治思想斗争制约着哲学斗争，转过来哲学革命又作了政治

变革的先导，这种相互作用是非常明显的”[7]（P4）。又说：“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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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6]（P10）这就是说，哲学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矛盾，政治变革影
响了哲学的走向。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汇总中，具体到不同哲学家的评价上，冯契也是认为哲学家思

想都受着政治的制约，如，“《老子》哲学是对奴隶社会（文明社会）的自我批判。当然，它站在破落奴隶

主贵族立场上进行批判，有很大局限性”[7]（P104）；“孟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7]（P142）；“二程、
朱熹的理学，适应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它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是一种主要用以对付起义农民

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理论”[4]（P92）；“（康有为）《大同书》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博爱
的学说反对封建主义，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6]（P110）；甚至在分析主
要作为史学家的王国维思想的时候，冯契也不忘指出，“作为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学说总是反映一定社会

集团的要求，使这一集团的思想代表觉得‘可爱’”[6]（P243）。通过观察冯契对诸多哲学家、思想家个案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哲学家思想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冯契的基本立场在于：哲学家的思想都受到

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甚至是政治斗争的思想反映，因此，要想理解古代哲学家，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当

时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发现政治对思想的深刻影响，考察政治变革如何制约思想变革，哲学思想

如何做了政治社会运动的前驱者，等等。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冯契始终认为哲学的变革不是抽象的

观念变革，而是受着社会矛盾运动制约的，因而要从政治维度去理解哲学史和哲学思想。

总体来看，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冯契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政治变革对哲学思想的变革提出

了要求，推动和制约着哲学思想的变革及其发展方向；哲学思想为政治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为政治社会

提供理论的辩护或者批判的武器。故而，他提出哲学家要关注政治，从现实的政治变化中寻找思想课题，

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思想方案，从政治社会的发展运动规律中去理解哲学观念的发展逻辑。冯契的这种

观念，特别是对中国哲学史的解读，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哲学史诠释上的具体表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

冯契是坚定的用唯物史观来系统诠释中国哲学史与社会政治之间关系的哲学家之一。

二、“古今中西”问题蕴含政治文化立场

唯物史观强调从时代背景来看待哲学发展和政治变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以古今

中西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革命的时代背景，冯契接受了这一看法。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

认知和感受，冯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西问题。他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

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

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繁

荣富强的道路……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串

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2]（P3-4）冯契先生多次提出，“中
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对古今中西问题的认识，成为冯契理解

中国哲学发展逻辑的一个范式，也直接地表现了冯契在政治哲学立场上的取舍与判别。

我们知道，古今中西问题的实质在于什么样的理想模式值得效仿和追求。社会的发展需要寻找可供

借鉴的理想模式，这个模式究竟是按照传统儒家那样“言必称尧舜”、从古代思想中去寻找？还是近代以

来很多思想家“言必称希腊”、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古今中

西之争的实质。古今中西问题，在古代表现古今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体现了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之

间的紧张对立；到了近代，则既有古今问题又有中西问题，中西问题的实质是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

力。如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论及理想社会的问题时，总会回到对上古先王之治的追溯上去，

对基于历史想象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充满了精神上的向往，这成为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与文明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思想中对理想社会的形塑又多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对

象，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发展模式。对被坚船利炮震慑和困厄住了的中国思

想家来说，更是充满了吸引力。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古今问题的基础上又多了中西问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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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既有了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纠葛，又有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冯契在讨论中国哲学思想

特别是政治思想的论争时，就用古今和中西的范式来予以归纳。他说道：“诸子蜂起，从不同的阶级立场

出发，对于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哲学的论说。如孔子、老子用唯心论来为保守复古

的政治主张辩护；而墨家、法家则用唯物论来反对复古主义。到了近代，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的历次重大思想政治斗争是围绕着‘古今’‘中西’之争而展开的。这一论争的实质，就是如何向西方

学习，并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分析批判，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民族解放的途径。”[7]（P4）在没有
外来思想进入的时代，中国哲学家围绕要不要复古来讨论政治社会的发展路径，而到了有外来思想进入

的时代，问题又变成了要不要通过学习西方来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割裂与

前代的关系、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任一社会形态之间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关联性，因而

思考与历史的关系、与其他思想资源及制度模式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中国近代以来的

大变革时期，正处在整个社会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关联

性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重视连续性，就要慎重对待本民族的传统，重视与其他文明的关联性，就要虚心

接纳异质思想与文化，故而古今中西问题也就变得更为突出。冯契通过古今中西来把握中国近代以来的

思想变迁，用这一范式来归纳中国政治社会的主题变奏，无疑是具有深刻洞见的。

在论述古代的古今问题上，冯契著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时思考甚多，他将古代哲

学家的社会历史观、政治观念等问题，都归纳为古今问题。比如在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之争时，冯

契认为这是战国时期政治思想领域论争的焦点，对于礼和法的选择就意味着对于古和今的选择。他认

为，“‘礼法’之争在当时也就是守旧与革新之争，或者说‘古今之争’”[7]（P63）。从其对哲学史上思想
家的评判来看，冯契主张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主张以今定古，站在现时代的立场上去裁量古代思想与制

度，反对保守的复古主义。在评论荀子“以今持古”的思想时，冯契说，“（荀子）强调要立足于现实来判

断历史上的政治得失，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7]（P233-234），“荀子这种‘以今持古’的观点是进步的”[8]

（P235）。冯契持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唯物主义”一词来评价荀子的政治历史观，显然是表达一种
肯定。冯契曾多次批评传统社会在古今关系上的两个传统：经学独断论与复古主义，独断论意味着迷信

权威，复古主义意味守旧退步。这两个传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泥古”，具有一定的蒙昧性。为了更好地

表达自己的政治历史观，在经学独断论和复古主义之外，冯契还归纳出中国传统社会对待历史的第三个

传统，那就是善于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他说：“与经学独断论和复古主义的传统相对立，在积累文化中也

形成了一个善于‘通古今之变’的优秀传统。”[8]（P490）可见，在古今问题上，冯契的观点是通古今之变，
既不泥守传统，又在现实的基础上尊重和弘扬优秀传统，强调古为今用，强调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表现在

政治上，就是要根据时代变化来选择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而不是一味陷在复古主义的循环中。在冯契

那里，对复古主义的批判不仅具有文化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是对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政治

保守主义的一种批判。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问题上，冯契曾借助对近代思想人物的评判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比如他曾

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颂扬了俄国彼得大帝向西欧学习工艺，称赞瑞士、法国的民主政治，还主

张沿海商民可自办民用工业，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他视野的开阔，反映他在‘中西’之争中的进步立

场”[6]（P59）。对魏源的进步立场之阐扬，表彰魏源在西学上的开明、开放态度，也说明了冯契在中西之
争中的态度是主张向西方民主政治学习的。具体来说，针对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革”的近代中国，冯契

认为，要救国、要发展，就要向西方学习。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而不是固守传统文化陷

入复古循环之中。纵观冯契的哲学，他始终强调中西会通，强调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以冯契所信奉的辩

证唯物主义为例，冯契认为，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必须进行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辩证唯物主义要通过

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发展自己，要以平等的自由讨论的态度，而不能以‘定于一尊’的态度来对待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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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6]（P652-653）。对于异质元素的宽容和平等态
度展现了冯契的世界性眼光。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深刻影响，我们可以

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但完全不能忽视和盲目拒斥。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等领域，都

能做到中西会通，最终达到殊途同归，这无疑是理性解决中西问题的恰当思路。冯契的“会通中西”意识，

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依旧时常泛起的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冯契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古今中西问题做了合理的回答，为未来中国

政治发展道路做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政治革命角度对‘古今中西’

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2]（P21）在冯契看来，这个总结就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6]（P579）如果从古今中西问题来分析这个政治革命的方向，大致上
可以看出，上述反封建是针对古今提出的，即要反对传统中的封建主义；反帝则是针对中西提出的，即要

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方向则是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对待古今中西之争，也

就是吸取剔除糟粕（特别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之后的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成果。冯契的基本立场是

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路同调的。所谓民族的，就是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要延

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所谓科学的，就是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中落后的因素，使之

能适应现代社会；所谓大众的，就是要按照平等的原则来建设文化，落实群众观点，具体到冯契的思想那

里，就是建设“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古今中西问题事关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由于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关联在一起，同时也和吸收传统文化、西方思想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古今中西的问题既是时代背景，也成了政治和文化立场选择的问题，从而具有了政治意义。

在古今中西问题上，冯契的总体立场是近代以来的进步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态度，表现为对传统中弊

病的揭示，对传统中进步因子的发挥，对中国立场的坚守，对西方优秀文明的借鉴。冯契希望在古今中西

问题上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明辨中西传统，按照真理的方向予以科学对待。借用冯契年轻时的话语：“退，

则捡起中西的腐朽传统，扮起虚伪的面孔。进，则继承了古今的革命遗产，惟真理是从。”[9]（P88）今天
看来，如何对待古今中西，如何在古今中西的立场间进行选择，冯契的这些话语和思想虽然朴实，但依旧

还具有鲜活的意义，远没有过时。

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接纳和认同

冯契深受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一生坚持五四运动倡导的现代性精神及其价值系统，直到晚年，在

撰文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70 周年时，他还不无感叹地说道：“回顾当年，《新青年》高举‘德先生’‘赛先
生’的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真是令人神往。”[9]（P397）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对现代性精神的赞赏，冯契接受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认为理想

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基本价值之上，在他的著作里，经常能看到他对上述现代价值的体

认与褒扬。

冯契对民主价值的接纳是与他对专制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冯契经常表

达对反对专制、主张平等自由的思想家的同情，同时对那些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提出批评。即使对他自

己非常看重的并认为是古代哲学总结者的王夫之，当他认为王夫之的某一思想有悖民主的精神时，也

曾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他（王夫之）蔑视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思想。”[4]（P288）冯契认为，在中国思想
传统中，权威主义、独断论是导致传统专制、缺乏民主意识的一个价值根源，“从原始脐带关系演变而来

的家长制、宗法制，以至后来的封建等级制，反映在价值观方面，就是权威主义、独断论的价值体系”[5]

（P80）。冯契认为，经学方法是权威主义、独断论的一个源头，故而他把反对专制和反对经学方法论联系
在一起。冯契说：“经学的时代是怎样一种时代呢？运用行政权力使某种理论定于一尊，自上而下地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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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于是理论成了教条，总认为经典是一个范型，大家只要根据经典引申发挥。”[2]（P78）对于长期存
在的经学方法论传统，冯契极为反对，在他的哲学史著作及智慧学三书里经常对此予以批判。冯契在反

思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时经常说：“现在，变相的经学时代是结束了，但批判经学独断论的任务还是
长期的。”[2]（P78）从表面上看，经学方法往往是对既定的、权威的经典文本从根本上予以认可，认为有
一种观念或思想是既定的真理，无须反思其合理性，只需要顺着它的思路进行发挥、引申或者论证它的

正确性。从隐含的角度看，经学方法表现为因为权力、因为迷信而造成的政治独断论。冯契认为，这种独

断式的方法是传统经学的弊病之一，对民主精神的发扬构成了阻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冯契的智慧说

是建立在反对经学方法、吸纳世界哲学的基础上的。冯契在哲学方法上反对经学方法，同时还把经学方

法与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也说明了其智慧说与其政治哲学思想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在对传统的经学独断论保持反思的同时，冯契也注意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如在评价

孟子的民本思想时，他说：“当然孟子讲的‘民贵君轻’并不等于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

不可能产生民主主义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后来经常为宣传民主主义的人所引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

用。”[7]（P145）虽然孟子还没有民主主义的思想，但孟子的民本思想为后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传播做了
很好的思想铺垫，故而具有积极意义。为了阐扬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民主思想，冯契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以

民为主，以君为客，是鲜明的民主思想”[4]（P292）。在对黄宗羲思想的阐释中，冯契极力挖掘其中的民
主精神，最后得出结论说，“黄宗羲从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提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改革方案，反对封

建专制义”[4]（P294）。冯契还认为，黄宗羲“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理想蓝图，用‘风雷之
文’召唤着‘豪杰之士’起来冲破‘囚缚’，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斗争。他确实是一个立足于当时的现实

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4]（P312）。冯契对黄宗羲具有的民主意识高度赞赏，字里行间也
表达了冯契本人对民主思想的拥护。在谈到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时，冯契曾指出，“（龚自珍）以为应该让

君主跑出宫廷去与天下百姓相见，这是具有民主气息的思想”[6]（P38）。当然，冯契这里所讨论的龚自
珍的相关主张，明显是民主的初级程度，甚至可能是虚伪的民主秀，但这也反映了在当时高度专制的背

景下即使出现了仅仅含有民主因子的思想，冯契也是表示欢迎的。正是对传统思想中民主因素的高度

重视，冯契认为，要把传统中合理的成分提取出来，“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培养共产主义的新

人，指导思想当然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也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善于把传统中的

科学性、民主性的因素提取出来，加以发扬”[7]（P1）。科学、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价值，发挥传
统中的科学民主因素，既是对传统的礼敬，也是对现代性的呼应，这也表现了冯契既维护现代价值又尊

重传统的理性精神。当然，冯契并没有专门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予以发掘，但是他的这

种反思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性视野，值得人们重视。

与倡导民主一样，冯契宣扬平等的价值也是从批判传统开始的，他多次针对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以

及权威主义来高扬平等的价值。他认为，传统宗法等级制度以“亲亲”“尊尊”为观念指导，在现实生活中

以差异性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安排社会嘉益的分配，其社会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

平等。从这一立场出发，冯契在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时，对弘扬平等观念、批评宗法等级制度的思想家

就表达了褒扬之意。在传统儒家视野中，墨家讲兼爱是无父无君，类似于亲疏不分的禽兽，因而墨子一

直处在被批判的位置上。但冯契对墨子兼爱思想中的平民意识多有称赞，他说：“墨子的这种‘兼爱’学

说也包含有传统的‘亲亲’‘尊尊’的宗法观念的批判，反映了广大平民对奴隶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不

满。在后来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这种平等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复活。因此，墨子的这

一主张具有某种进步的社会意义。”[7]（P87）在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和时代氛围下，冯契认为，墨子
兼爱学说蕴含着平等精神，也是历代农民起义所体现的平等精神的再现。在冯契的评论文字里，平等意

味着进步，宗法等级意味着保守，故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契的政治立场。不仅对古代哲学家的评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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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冯契也有类似的评价。如从他对太平天国的分析评判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冯契

对于平等观念的热衷。受当时学术主流史学思想的影响，冯契对太平天国运动及其思想不无肯定之意，

但出于对专制的警惕和反对，即使在学术界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还没有从负面角度予以广泛拓展时，

冯契就深刻地指出，“为了推行这种平均主义，《天朝田亩制度》设计了一套等级严格的官阶，要求建立

以天王个人独裁为中心的集权制。虽说太平天国革命曾一度造成‘名教之奇变’，但洪秀全等人在地上建

立的‘天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宗法的等级制度”[6]（P79）。冯契认为，洪秀全等人名义上是反对“名教”，
但其实质上仍然是建立了不平等主导下的社会制度，这种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制度设计的批评，可

谓一针见血。

如何消除不平等的观念和意识？冯契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群众观点，倡导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所

谓群众观点，就是唯物史观所宣称的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尊重群众的历史推动者地位，群众之间人人平

等，要重视群众个体的情感、意志等因素，等等。在反思“文革”时，冯契就认为，“文革”的问题在于群众

观念没有得以落实，“在十年动乱中，唯意志论泛滥，宿命论也同时泛滥，群众观点却被抛到了一边，根本

不是按照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相结合来进行工作”[6]（P25）。冯契认为，群众观点的淡漠是传统专制主
义造成的。他指出，在传统专制主义者那里，权力忽视了群众，忽视了人道原则，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

平等。他以韩非子的思想为例，说道，“在这种专制主义者心目中，权力就是一切……他从根本上抛弃人

道原则，则是反动的”[7]（P296），“他（韩非）所谓的‘圣人’已成了令全体臣民恐惧、战栗的独裁者”[7]

（P298）。通过对类似韩非所主张的专制主义思想的分析，冯契总结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特别
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革命胜利后远未肃清，而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行政权力置于

社会之上，这种现象是很难克服的，它客观上构成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理论工作者应头脑清楚，

要让大家注意到这种异化现象，并认识到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力，促进政治民主化和加强法制建设，通过

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等，使这种异化现象不致泛滥成灾”[5]（P41）。权力对于人的异化、掌权者群众
观点的淡化，容易使得专制主义卷土重来，损害人人平等的精神。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冯契认为，应该从

经济、政治、法治、教育等多个途径对这种损害平等精神的异化现象予以克服，从而彻底贯彻群众观点。

当然，冯契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路径，只是出于一名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心，指出这种异化现象的危害，

并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克服之。

“自由”应该是冯契终其一生关注的“观念”和追求的“境界”¬，标志其哲学体系的智慧说三篇的最后

一部著作，题目即为《人的自由与真善美》。早在 1948 年的时候，冯契就专门提出自己对自由的理解，
他说：“自由有其最高义和最低义：最低义是各个人获得生存的权利，最高义是各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

表现。”[9]（P68）还说，“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却是各个人，每个人，或所有个人的，生存权的获得和个性
的解放”[9]（P69）。当时的冯契认为，个体的生存权、个性的发展、个体权利的尊重与实现应该是自由主
义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中国历史上，于上层而言，统治者往往都反对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会影响到

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于下层而言，下层人士组成的组织一般尚同，尚同也就是要求消灭差异性和遏制

个性，追求团体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团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这同样会损害个体的个性

发展，也不是自由主义 [9]（P70）。在警惕集权主义和团体主义的同时，冯契强调自由主义者重视个人自
由，追求的是个人的个性发展和权利实现。冯契的这些早期观点，表现出了他对普通人个人权利和自由

的重视，已然有其晚年提出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因子。

前文已及，冯契一生追随五四运动的旗帜，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树立自由原则。他

说，“总之，用自由原则反对传统的权威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谛所在，它是时代精神的表现”[9]

（P397）；“归根到底，‘五四’的自由原则是不可战胜的”[9]（P405）。这些观点是冯契晚年表达的，代表了

¬ 2015 年，陈卫平教授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专门撰文《心灵自由：冯契哲学创作的源泉》指出，“心灵自由”是冯契
先生进行哲学创作的源泉，“凝结着他一生的哲学创作的真切体会和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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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熟思想，也说明自由是其最为珍视的现代价值之一。

关于自由的哲学蕴含，冯契曾经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有着明确的解答，特别是从认识论、

伦理学和美学角度做过深入的阐释。但同时，冯契也没有彻底回避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10]。概括来

说，冯契的自由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批判的角度，一是建设的角度。“从反面、从批判的对象

说，近代意义的自由首先就是挣脱封建的权威主义和纲常教义的束缚”[6]（P635）；“从正面、即从人类所
追求的目标来说，自由就是要建立理想的‘自由王国’和养成理想的自由人格，达到合乎人性的真、善、美

统一的境界”[6]（P635）。冯契认为，对自由的思考，一方面是要破，即破除传统的封建主义，他把经学
权威主义、纲常教义往往都称为封建主义，摆脱权威主义和纲常教义的束缚，就是自由；另一方面要立，

即养成自由人格，实现对必然性的把握进而进入自由王国，实现符合个性发展的真善美统一境界。另外，

冯契还对自由的具体行为表现做了解释。在他看来，从人的行为表现来看，自由就意味着自由思考、自

由讨论和自由选择。冯契曾肯定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关于思想自由的认识，并指出：“这种民

主的教育态度，就是要通过人们自由思考、自由讨论来作自由的选择，决不能强迫。”[2]（P14）自由思考、
自由讨论、自由选择，构成了冯契对自由的基本认识。虽然这些是自由主义的一些常识性观念，但同时

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故而冯契反复强调。

冯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缺乏自由的传统，是因为缺乏对原子式个人的认可。在冯契看来，原

子论的政治学观念是自由主义的基石，原子论认为个人的意志本身就是国家的创造原则，个人的特殊需

要和嗜好就是政治上的引力，这些观念对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说，“现在的市民社会是符合原子论

的，个人自由被认为是国家的创造原则。而中国缺乏这样一种原子论的传统，这就使得近代对于个人自

由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显得很困难”[2]（P74）。可见，冯契把自由主要看作是个人的自由，
把个人自由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认为国家的责任就是为个体实现自由提供保障。然而，人的自由必须

在一定限度内，如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共同体规范，过度的原子主义损害了社会的协作性，其结果可能会

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也会损害到个人。故而，冯契又强调规律性与规范性对自由的意义，他说：“人的

意志只能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获得自由决定的能力。因此，没有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

而应当使主观意志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和道德规范，使道德行为成为自觉的。”[11]（P531）自然规律具
有客观性，人们必须依照自然的规律；而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共同体生活中形成的，对人也构成了约束，

然而这一约束并不意味着限制自由，而是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在冯契看来，国家、社会共同体为个体

自由提供保障，那么必然要求共同体本身的存在成为前提。如果共同体自身都因为成员之间的纷争而分

崩离析，共同体的存在就成为问题了。共同体要想维持存在就需要集中一定意志并形成一定的秩序，集

中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个人无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意志，显然与个体完全的自由存在一定矛盾。冯契

当然注意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吴根友教授在讨论冯契自由观念的时候曾指出，冯契的自由

观在“强调个性的自由时，注意到了社会的协同性”[12]（P39），社会协同需要人们放弃部分个人意志以
达成公共意志，而个性自由则是在伸张个体的私人意志，如何克服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冯契自由

观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克服个人自由、共同体意志之间的矛盾，在冯契看来，理想的解决

路径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统一。冯契从李大钊思想中得到启发，认为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团结可以

并行不悖。他说，“自由王国就是李大钊讲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的社会，它是自由人格的联合

体，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是人类在克服了劳动的异化，扬弃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和对物的依赖关系以

后达到的结果。从超越的、终极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是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而献身的终

极理想，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5]（P262）。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既能实现自由人格，又能保证共同体
的有序团结，因而是理想的自由社会。冯契畅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消灭了剥削制度，人不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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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因而也真正成了物的主人。这样，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就成了共同的社会财富，人的个性

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时，人才真正地进入了自由王国。”[5]（P22）自由人格、个性全面发展、财富共同
占有，原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物对人的异化都消失了，真正的自由也就实现了，这就是冯契心目

中的理想自由，也是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想法的一个呈现路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专门集中讨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外（当

然，讨论自由问题无法回避其政治蕴含），冯契对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较少采取专题论述的方

式，也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上述现代性政治观念进行延伸性研究，而是把对这些观念的肯定与认可

更多地夹杂在一些人物和思想评论中。在冯契的论述中，对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的阐扬，往往是通过

对哲学家的评判来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立场和观念。特别是在书写近代中国哲学史时，他在对一些思

想家的分析评判中都传递着其自身的政治观念。如，冯契细致地考察了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

等人反对专制以及强调意志自由、人民民主的思想，对他们的这些观念表示了肯定。虽然冯契对章太炎

晚年“转身投回儒家思想的怀抱”[6]（P238）有所不满，但冯契认为，“章太炎提出的‘竞争生智慧、革命
开民智’确是个很杰出的思想”[6]（P237），以此表达自己对进步主义的肯定。在对李大钊、陈独秀等的
分析中，更是表达了冯契本人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皈依。如前所述，他多次引述李大钊关于

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表达。冯契还称赞朱光潜是自由主义者，赞其文化观是“自由主义者的文化观”[6]

（P493）。冯契认为金岳霖是“一贯爱国和崇尚民主的学者”[6]（P509）。另外，在对待胡适的思想时，一
方面，冯契批评“胡适的真理论是错误的”[6]（P350），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注意对胡适自由主义的肯定，
认为“胡适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6]（P345）。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冯契委婉地表达了对胡适自由
主义立场的某种认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冯契特别欣赏其绍兴同乡鲁迅。他曾高度赞扬了鲁迅对传统

的批判，“从理论上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分析，即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国民意识和民族心理，这是一个

杰出的贡献。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腐朽一面作了深入的揭发批判，也勾画了新时代的自由人格的精神面

貌。他的分析充满辩证法的光辉，为我们作出了典范”[6]（P434）。“鲁迅已描绘了一个真实的自由人格
的精神面貌”[6]（P637）；“他（鲁迅）自尊无畏，也尊重别人，对己对人都体现了自愿原则和自觉原则的
统一，比较正确地解决了群己关系问题”[6]（P637）。在对鲁迅的评判中，他阐释了鲁迅的进步主义立场
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字里行间也表达了冯契本人对这些观念的肯定与坚持。

概括来看，冯契虽然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推进现代政治观念的研究，但他对现代政治的民主、平

等、自由等基础性观念表达了深刻认同，特别是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传统

经学独断论、权威主义、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等对现代政治价值的负面影响，提醒人们在吸收传统文化的

合理成分时，要警惕传统政治价值中违背民主、平等、自由精神的内容，这显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冯

契所强调的群众观点、路径和方法，也涵摄了民主、平等、自由问题的解决思路和理想蓝图，这既是马克

思主义立场、方法、观点在冯契哲学里的强化，也表现了冯契的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另外，冯契

通过对自由观念的哲学分析，提出或阐发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等具有启发意义的

观念，对我们从更深层面去理解政治自由具有启发意义。

四、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可以促进社会进步

政治哲学还担负着描绘社会发展蓝图的职责，这在冯契哲学里也有所体现。冯契认为，哲学能够促

进政治社会发展，因此，他多次从哲学角度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设想，表达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信心。

他说：“经过心灵自由的思考，经过系统的反思，我觉得自己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景，都还是有信

心的。”[2]（P15）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冯契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流俗的政治表态，而是
经过自由的思考、系统的反思而得出来的结论。

关于理想社会的样式、社会主义的前景，冯契这样描述：“我们的理想，是要使中国达到个性解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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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团结统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的目标，也就是使中国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那样的社会。”[5]

（P271）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统一，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个
性原则和集体精神互相促进，最终达到个性自由和大同团结，既满足个体的自由发展，又满足社会的共

同进步，个体性与社会性、自然性与人道性等都得到了尊重和实现，这构成了冯契的社会政治理想。他

说，“一个时代的合理价值体系就是这个时代进步人类的最高理想，它是共同的社会理想，也是个人的人

生理想。从今天来说，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统一就是当代进步人类的最

高理想。进步人类或人民大众的真实利益是最基本的‘好’，合理的价值体系所要达到的，就是基于人民

大众的利益又合乎人性自由发展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5]（P102）。一个好的社会，不能只是满
足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利益，也不能仅是个体利益，而是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相

得益彰。在冯契看来，这个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到今天，就是以社会主义为正义、以人道

主义为仁爱这样统一的理想，这可以说是全部人类道德生活和伦理思想发展的结果”[5]（P171）。社会
主义要和人道主义一起来推动实现人类理想。从社会主义看，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公共性

层面的问题；从人道主义看，是要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关涉个体私人性层面的问题。杨国荣教授曾指

出：“在冯契看来，真实、具体的人一方面具有社会性的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近

代以来的个体性具有相通之处）；对于理解人的真实存在来说，社会性和独立性都不可或缺。”[13]（P16）
正是从最本质层面理解了人的社会性与独立性品格共存的事实，冯契才特别强调政治社会的发展一定

要注重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并存性。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都能得到落实的理想社会呢？对此，冯契提出了一些设想，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要培养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他说，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是符合真正文明精神的，“维护社会

组织的规范即当然之则，是由人制订的。遵循规范要求出于自主的选择，而社会中真正文明的交往方式

都应该是自由人格之间的交往，必须以人有自由意志为前提”[5]（P35）。社会的规范由人制定，因此，遵
循规范也必须获得人们的真正同意，符合人们的自由意志。对规范的遵守不是出于蒙昧，更不是出于对

权威的服从、对暴力的恐惧，而是出于人们意志的自由选择，规范要建立在人民的同意这个基础上，这就

是自由人格的实现。换句话说，自由人格不是不要规范，而是要获得人们广泛同意的规范，这显然体现

了一种民主精神。故而，冯契认为，促进人的自由意志实现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显得特别必要，这体现了

人道主义精神。当然，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是要继续树立传统的圣人，更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建立在社

会规范的基础上，“我们所要培养的新人，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要求培养全智全能的圣人，也

不承认有终极意义的觉悟和绝对意义的自由”[5]（P245）。这种观点，显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二是解决好公私关系、群己关系之间的张力。冯契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往往混淆公私关系、群

己关系，使得公共意志与个人自由出现了一定矛盾。比如，人们在讨论中容易把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捆

绑在一起，“对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争论了很久，可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解决。在我看来，主要

问题在于把道德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忽视了道德的特殊性”[5]（P185）。道德的特殊性更多是因为道德
是对人们私人生活的约束，而政治问题则关涉公共利益，个人道德固然能够影响到公共生活，但毕竟不

能代替公共生活的伦理与规则。在公私关系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冯契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讲感恩

效力的私人关系，把社会伦理变成了私人之间的关系网，便没有了个人对群体、对国家的道德责任，便不

是真正的爱国主义、集体精神”[5]（P185）。本来属于公共生活的政治问题，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人
们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并不是对某个个人的服从、感恩。对个人的感恩属于私人道德层面的事情，不能

因为对个人的感恩而混淆了公私关系。举例来说，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可以对其亲人表达亲爱之情，但不

能滥用公共权力满足个人私情；同时，人们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不能混同于对帝王的效忠。在冯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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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更多的是私人与私人的关系，而政治处理的是公共性问题，两者间应该有着明确的界限。冯契认为，

理想的公私关系、群己关系是不相矛盾的，一方面，个体能够在个性领域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个体又

会对公共生活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讨论哲学史上的人物时，冯契就曾指出，从理论上来说，公私、

群己、个性与爱国主义精神是可以统一的，“在这些大思想家（指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引注）那里，

个性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是统一的，群和己是统一的。他们既主张不应该抹杀个性，而应该让个性发展，

同时又要求有历史责任感，保卫自己的祖国，维护民族的优秀传统”[5]（P94）。以王夫之等大思想家的
人格魅力为感召，冯契认为，私人的个性发展与个人在群体中的责任担当应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这

才是理想的人格，拥有这些理想人格的人组成的社会才能逐渐成为理想的社会。

三是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的相统一。冯契认为，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还不能违背自然原则，也

就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在改造世界、改造自我的道路上，应该要尊重自然的原则。出于对现代中国政

治社会对规律的忽视而造成的危害的深刻体会，冯契认为，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一定要尊重自然原则，尊

重自然规律，实现“性与天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由王国就是要达到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的统

一、人和自然的统一”[5]（P268）。自由王国既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超越
自然规律去实现所谓自由王国。自由王国是在对规律性的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点，在理想

社会的实现过程中要念兹在兹。人格的发展、社会的建设，不仅仅是人类主观性的努力，也要注重认识

和利用自然规律。在未来理想的政治社会中，自然原则不会因为人类能力的提升而隐退，反而更应该随

着人类能力的提升而被更加重视。

冯契认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表现为长期的过程。对中国而言，在发展的过程

中，在政治和经济上要善于自我调节、自我变革；在文化上要宽容多样，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在哲学

上要实现哲学革命，趋向人类和自然世界统一。冯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上都对未来提出了设想，

自其离世以来，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冯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将

会逐步实现。“正如长江、黄河奔流向东那样，不管过程如何曲折，中华民族必将战胜困难，克服障碍，向

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的人类理想目标浩荡前进。”[8]（P347）

五、小结

冯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因为除了从哲学角度讨论过自由问题之外，并没有对其他政

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命题做过理论上的深入阐发。但是，他的思想可以从政治哲学角度予以审视，是其

智慧说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冯契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体认格外深

刻。他从政治变革影响哲学创造、哲学创造服务政治变革的角度理解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构成了其政

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都能从政治历史的变迁上得到一定的解

释。由此，冯契在古今中西的模式下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他主张，古代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往往

都是能从尊古还是崇今的角度予以诠释，而近代中国的哲学思想更是围绕古今中西这样的时代政治问

题展开的，对于古今中西的选择与判别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的主题，未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在古今中西间的道路与模式之间进行纠葛。关于古今中西的问题，冯契的观点

显然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某种呼应。在古今中西的问题域中，冯契本人倾向于在尊重中国传统的基

础上采取进步主义的开放性态度，倾向于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

值。他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格上的自由形成了对传统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的全面

挑战，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基石。在这一点上，冯契始终坚守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进步

立场，成为了一位对民主、自由、平等有着深刻体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观念相

结合的基础上，冯契创造性地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提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主张，向

往一个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社会、自然三个原则都能得到落实，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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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构建人类良好秩序的政治理想，这就是智慧说在社会政治理想上的独特表达。

总体来看，冯契的政治哲学思想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刻

影响。他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范围古今、会通中西，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观察中，形成了对

建基于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协同相一致的社

会理想、平民化自由人格的人生理想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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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Feng Qi

Zhu Cheng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political philosophy does not occupy the core position of Feng Qi’s philo-
sophical system,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his theory of wisdom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eng Qi believes that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are in-
separable and integral since philosophic evolution or transformation is driven by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debate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d that of China
and the West are dominated and influence different value choic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politi-
cal philosophy. Fe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advocates democracy, equality, freedom and other modern
political values. Having full confid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under the basis of these val-
ues, he claims that soci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personal liberation and a united commonwealth
world can run parallel. This is the ideal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kind.

Key words Feng Qi;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ebate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d that of
China and the West; social progress; modern political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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